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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
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
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
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历史观 史学方法 近世化

近代以来，中西比较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研究视角。① 这些比较或以欧洲中心论为背景，或在反
欧洲中心论时仍不自觉地从欧洲文化模式出发，从而陷入用殖民者的模式反殖民的怪圈。后殖民主
义启发了一种新的中西比较模式，即将欧洲文化模式“地方化”。② 由此，可将中国与西方作为两个
相对独立区域加以比较。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固然表现为“西化”，但西方的牵引方向与中国史学固有
理路相近，是“西化”得以快速完成的深层原因。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依据存在于
自身而非外来影响。③ 通过中西史学比较及对二者一致性的发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学近
代化的特点与史学自身的发展理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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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项目编号:16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1887年兰克(Ｒank)的手稿誊写者里斯(Lugwig Ｒiess)受聘日本东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成为亚洲引进西方近代史学的标志
性事件。10年后，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讲授东洋史，反对日本学界以兰克史观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在中西比较背景中提出“唐宋
变革论”等观点。宫崎市定更径直“以北宋时代为东洋的文艺复兴期”。(见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宫
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第 34—68页。)内藤等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的三阶段论颇似西
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彼得拉克(Petrarch)的“古典时代—中世纪—当代”三阶段论。此后，从与西方比较的角度看待东亚的近世化
与近代化问题成为重要的史学视角。之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断发展。胡适指出了中西比较对于“国学”研究的重
要意义和方法。(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胡适
也从方法论层面试图统一西方实验主义与中国考证学传统。(参见余英时:《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
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7页。)由此，胡适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的对中西史学一致性的探讨路径。中国史学近代的科学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中西比较。(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581—712页。)杜维运以明确的比较史学方法撰述《中国史学史》，所以其《史学方法论》重视通过比较史学建
立世界史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 1986年版，第 3、4页;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
201—220页。)以西方科学史学为参照，重视并考察中国史学的价值，改变了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 3 －16.
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 6 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371 页;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06 页。
史学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学术文化现象，其分期不必与历史相一致，参见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
2017 年第 4 期。西方学界对近代历史的开端没有定论，对史学近代化的开端却基本达成一致，普遍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发生
的变化。本文是专论中国史学的近世化，不涉及中国历史近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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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宋代史学的近世化特征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以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是“西学东
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① 诚然，中国在 20 世纪前半期通过效仿西方的学科体制、史学理论与方法
而完成了史学近代化。但如果跳出单线进化论的视域，对已经显现的西方史学近代化历程进行反
思，就可以看出西方史学的近代化要素并非西方史学的独创发明，而是超地理范围的、作为意识形
态与文化现象的史学自身理路的西方显现。② 具有普遍性的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历史起源在中国
要早于西方。梁启超以来，学界普遍以传统史学为“旧史学”，很难看到其中曾经产生的史学近
代化要素。而正是这些要素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快速接受西方史学影响提供了思想准备。这些
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可以被看成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世化”阶段，即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前
近代时期。
由于对中国原生性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认识长期受到遮蔽，所以在重新认识中国史学近代化时又

不得不以西方史学近代化为参照系。但在将西方史学传统区域化的比较视域中，这仅仅意味着将西
方史学近代化作为一种业已显现的、据以认识史学近代化因素的线索，既不以之为单线进化论意义
上的普遍道路，也不以之为中国史学的评判标准。
应当看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史学近代化要素，都不可能突然产生，必有其历史渊源。西方史

学一般将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起源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史学近代化要素实际上源于宋代。
中国宋代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类似，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出现了一批“学识、
精神与性格方面的巨人”。③ 恩格斯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研究、社会观念与科技发展的巨大变
革。④ 这正是史学近代化要素产生的背景。宋代也出现了类似的神学观念突破、自然认识发展与技
术进步。⑤ 宋代的中国与文艺复兴的欧洲都以回归千年之前的古典文化为形式要求而产生观念变
革，从而引发了史学形态的转向。这一情形在中国发生的时间更早，但中国史学质变意义上的近代
转型却晚于西方，显示出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与多元性。这是因为历史受到复杂社
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时间一样均匀发展，更不必然呈现为线性发展。因此，需要对中西史学依据
其特征作类型化比较，注意到中西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同类现象不一定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段，不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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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梁启超着力以西方史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因而重视批判、反思传统史学而不重视对传统史学中
的近代化要素进行整理，在当时学界具有代表性，反映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与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路径。此路径以西方社
会与文化为普遍性历史道路，无法看到史学发展的多元化道路，更难以产生探索中国传统史学中近代化要素的问题意

识。
史学近代化是史学内在理路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和西方具有共性，但因为文化和历史差异而表现为一种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Ｒesemblance)。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因为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和日本的
间接影响，所以既有受到外部影响的一面，也有自发的一面。关于前者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讨论很多，但关于后者的讨论尚有
待开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10—11 页。
如果就史学近代化要素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言，学界的“唐宋变革论”讨论揭示出了宋代的一些变化，但不能完全对应史学近
代化。史学的近代化，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具有自身文化需求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印刷技术为基本条件。宋代商品经济是
否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及其未能实际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影响其自身作为时代的经济基础而对当时的上层建筑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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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时间做机械比较。① 历史的这种特性也表现为历史与史学有时未必严格对应。为了尊重关于中
国历史的既有分期观念，本文以宋代为史学的近世化时期。此时期理性化历史观、政治功利主义等
一些既有史学要素实现了辩证法意义上的“质变”，开始显现为近代化史学要素，使宋代史学出现重
大转向，②是二十世纪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原生性部分的起源时期。
为了发现中国史学的近世化，需要对照已经得到明确的西方情况。在西方，史学是学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19 世纪欧洲历史学一改古典时代以来的低下地位，强势勃发。历史主义与主
张历史单线进步的启蒙思想合流，孕育出一种从历史连续性中探讨历史因果关系的学术理路。从维
科(Giambattista Vico)到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为西方史学近代转型在历史
观层面的指挥棒。此观念之养成非一日之功，必有其先导;历史观之造就新史学也须得有史学方法
产生。史学近代转型可循迹至文艺复兴。彼得拉克之历史三段论引导了之后史学家探讨人类历史
阶段与变化，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学(antiquarius /antiquitates)与文献学(philology)则为近代史学
提供了有别于叙事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③

正如余英时所言，学术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理路”( inner logic)。不同地域的主要文明往往在大体
相同时间段产生类似文化要素是一种表现。雅思贝斯(Karl Jaspers)注意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轴心时
代”，④堺屋太一注意到世界大范围内中世纪终结的必然性和近代精神的萌发。⑤ 宋代出现类似欧洲的
大变革与近代化要素的增长，从一定角度反映出中西文化发展的共同内在理路，而史学则是其重要方面。
西方史学的近代化突出表现为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而走向专业化，重点是在历史观与史学方

法上的转型。宋代史学出现了大致类似的趋向且时间早于欧洲，堪称史学近代化的前导，绝非西方
史家曾认为的那样缺少变化。⑥ 从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来看，中国古代史学应包括史部、经部和子
部、集部中的若干部分。因此对宋代史学近世化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史部”。

二、历史观的近世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宋代都在历史观方面出现了重要的近代化要素。前者是对基督教传
统产生怀疑，要复兴古典文化;后者是对汉唐经学传统产生怀疑，要直承孔孟之道。
第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历史观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阶段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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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运注意到中西史学比较无法太精确，西方中世纪是史学的黑暗时期，而中国则是魏晋至唐宋的黄金时期，这种比较困境即

由机械比较所致。参见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的困境与美境———兼评后现代主义》，《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47 页。所以杜维运根据史学特征来比较中西史学，在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〇年至一七五〇
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的基础上，提出文艺复兴史学探究史事真相的意识在中国上古时代已经形成。参见杜维运:《中国史
学史》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4—26 页。
史学的近世化时期是传统史学开始显现近代化要素的时期，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史学连续性的时期。历史发展很少
出现断崖式转变，新要素的显现与发展往往在旧传统的连续性中实现。文艺复兴曾被视为一种与中世纪的“断裂”，但从约翰·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到彼得·伯克等人的研究则显示出其与中世纪的连续性。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争执不下，也有
一个类似原因，即历史的变革与连续往往是辩证统一的，一种单一视域往往只能看到辩证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对中西史学近代
化的考察，并不与史学传统连续性的认识相矛盾，反而以承认连续性为前提。
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 ———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卡尔·雅思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 页。
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42—152 页。
Leonard Krieger，Ｒ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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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也有类似现象。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已经开始从宗教的角度用“黑暗”与“光明”来划分时期，
人文主义者则借用“黑暗”这一隐喻(metaphor)来指代完全无视古典文化的历史时期。① 彼得拉克最
早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赋予“黑暗”的隐喻以新内涵，薄伽丘(Boccaccio)、菲利波·维拉尼(Filippi
Villani)和吉贝尔蒂(Ghiberti)等人进一步予以发展，用“黑暗时代”(Dark Ages)一词形成一种历史划
分(periodizon)。② 后世看来，这便自然形成了历史的三阶段论:中世纪是抛弃古典文化的“黑暗时
代”(Dark Ages)，之前的阶段是古典时代，之后便是古典文化复兴( rebirth)的当代。历史阶段的划分
意味着彼得拉克超越了“古今不分”(anachronism)的观点，这是近代史学的理论基点。③ 这种历史阶
段论根源于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代的向往。
与人文主义者因向往古典时代而产生历史三阶段论类似，宋儒也发挥了韩愈的道统说形成历史

三阶段论，打破了之前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循环论。④

韩愈发挥《孟子·尽心下》所述儒家传承，宣扬儒家道统，将历史阶段划分为孟子之前的儒道传
承时代和孟子之后的儒道“不得其传”的时代。⑤ 韩愈与弟子李翱发挥孟子的心性之说，使心性论成
为儒家正统的标准。宋初孙复重道统，有宋代“逾唐而跨汉……思复虞、夏、商、周之治道于圣世”⑥

的提法。石介作《三朝圣政录》亦有以宋初为治世而为后世立法之意图。二程发挥韩愈之说，标榜
“道学”，即后人所谓“理学”，以接续儒学正统自居，有意无意间带来了较明确的历史阶段划分。因
为二程继承了韩愈、李翱的心性论，因而其历史阶段划分也以心性为标准。程颐强调孔子作《春秋》
是“人道备矣，天运周矣”的黄金时代的绝响，此后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圣王既不复作……顺天应
时之治不复有”。但《春秋》是存留“先王之道”的“百王不易之大法”，⑦从逻辑上来说，当时复兴先
王之道的道学正在带来一个复兴时代。程颐对此直言不讳，他依据心性标准，认为孟子死后是一个
“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的漫长历史时期;而程颢则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先
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⑧ 程颐还明确称“自三代而后，本朝有
超越古今者五事”，⑨提升宋代的历史地位。信奉二程者明确认为“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
作，不知入徳。(明道)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瑏瑠 由此，宋代开始了一种以
儒学正统是否存在为标准的历史阶段划分。孟子之前儒家之道得以传承，为一阶段;孟子死后道统
不得其传，类似人文主义者眼中的“黑暗时代”;而程颢倡明道学，又开始了一个道统复兴的新阶段。
这样，一个“历史三段论”便渐渐清晰起来。
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历史三段论”。至南宋，朱熹首发“道统”之义，更深刻地将道统

与心性结合起来，带动了群儒争言道统。朱熹认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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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 Simone，“La Coscienza della Ｒinascita negli Umanisti”，La rinascita，Vol. 2(1939)，pp. 838 －871; Vol. 3(1940)，pp. 163 －186.
Theodore E. 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Dark Ages＇”，Speculum，Vol. 17，No. 2(Apr. ，1942)，pp. 226 － 242.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2 页。
孟子已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念，董仲舒总结和确立了“三统”说与“五德”说，形成了将历史看成若干类型的循环的历史
观。虽然这种历史循环论带有变易和进步色彩，但从历史阶段划分类型的角度看，并没有针对整体实际历史进行历史主义的反
思和划分。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1《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 页。
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2 册《河南程氏文集》卷 8《春秋传序》，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83 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2 册《河南程氏文集》卷 11《程伯淳墓表》，第 2027 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1 册《河南程氏遗书》卷 15《伊川先生语一》，第 159 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1 册《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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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序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些“上古圣神”开始，“圣圣相承”，孔子以下传至孟子，“及其
没而遂失其传焉”。此后便是程颐所谓黑暗时代:“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说日
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直至二程才重新接续道统。朱熹强调，二程之所
以能够接续道统是因为子思所作《中庸》:“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
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①另外，朱熹也推崇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云:“惟
(濂溪)先生承天畀，系道统”，②称其在道统中的位置是“上继孔颜，下启程氏”。③ 此论仍然是出于
心性论，故称“濂溪先生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④ 朱熹不但基本确立了道统统序，也带动了理学
中人和反对理学的学者对这种历史阶段论进行归纳。像朱熹的弟子陈淳便接受了朱熹的道统谱系，
又归纳复兴道统而开辟新时代者为周敦颐、二程与朱熹“四先生”，称“道统之复续，实有赖于四先
生”;⑤又称“惟四先觉，前后一心，道统攸归，百世师表”，⑥言外之意“先觉”将启发后知，成一新时
代。这样，“圣王孔孟传道—道统中绝—四先生继统开辟”的历史三段论便完成了。
理学的反对者也受其影响而讨论历史阶段划分。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在与朱熹辩难时提到理学

的“三代”与“汉唐”的历史分期。⑦ 陈亮不赞成理学家“察其心”以否定汉唐的说法，⑧而推崇汉唐功
业，⑨也形成了类似的历史三段论。陈亮赞成“三代”与“汉唐”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大概以为三
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瑏瑠 他也认为宋初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家二百年太平之
基，三代之所无也”。瑏瑡 这样还是形成了“三代—汉唐—宋初”的历史三段论。从历史阶段划分的角
度来看，陈亮和朱熹等理学家的分歧只是在于划分标准是主心性与主事功的不同，而历史分期则基

本相同。这样的历史三段论在司马光等人的历史著述中都有所表现。
第二，文艺复兴产生了西方“今胜于古”的历史进步观念的萌芽，宋代也出现类似情形。强调发

展或进步是西方史学最重要的特征，瑏瑢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引入的核心观念。强调“末日审判”的中世
纪无法想象历史进步，即使上溯到古典时代，因为希腊与罗马的政治衰落，史家也普遍对进步抱持消

极态度。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历史，产生了“时代差异意识”，成为现代史学早期的
最重要特点。瑏瑣 人文主义者通过对时代差异的比较，认为自己所处的“现代”比之前的黑暗时代进
步，从而为现代历史进化论开辟了道路。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宋代以前法家与儒家已经产生了
一些历史进步的思想观念，瑏瑤典型者如何休的“衰乱—升平—太平”之“三世”说。但它并不是实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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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15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4《书濂溪光风霁月亭》，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4 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84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6《奉安濂溪先生祠文》，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4 册，第 4038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9《(知南康榜文)又牒》，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6 册，第 4582 页。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 23《答李公晦三》，清抄本。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 49《祭四先生》。
陈亮:《陈亮集》卷 28《又甲辰秋书》，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40 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6《答陈同甫》，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1 册，第 1583 页。
陈亮:《陈亮集》卷 28《又甲辰秋书》，第 340 页。
陈亮:《陈亮集》卷 28《又书》，第 348 页。
陈亮:《陈亮集》卷 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 2 页。
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1 期。
Peter Burke，The Ｒ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Edward Arnold Press，1965，p. 1.
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发展出韩非的历史进步思想，秦朝认为自己达到了历史巅峰，在刻石文中要求“顺承勿革”。但法家在
汉代之后失去了正统地位，其历史观被儒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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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察的结论，也不是整体性的历史反思，甚至不符合实际历史的发展趋势，仅仅是“借鲁史以明
义”。①

基于空前的政治大一统与文治武功，唐代儒家开始显示出“今胜于古”的文化自信，②但尚未提
出整体性历史结论，因而也未能在古今对比中产生“今胜于古”的历史阶段论。宋儒完成了这一历史
任务。其历史三阶段论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三阶段论相似，都认为当下的时代好于之前的时代，并且
都以复兴古代文化作为进步评判的依据，从而表现出相似的局部进化论。朱熹以《中庸》为复归儒学
正统的依据，虽然颇为主观，但已贴近历史。二程大力提倡《中庸》，因此以二程为道统接续者也能自
圆其说。陈亮虽然反对理学的历史评价标准，但在进步观念方面，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宋初二百年
是“三代之所无”。
第三，文艺复兴、宋代史学都推动了人文主义③的发展，突出表现为提升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弱

化神的作用。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和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等史学家都在历
史观和历史叙述方面强烈表现出这种颠覆中世纪史学的特点。马基雅维利的突出特点是在历史观
方面不再把神意视作人世的主宰，转而积极向古人寻求解决之道。圭恰迪尼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表
现在历史观方面，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叙述中。他摆脱中世纪的传统而在历史叙述中以古典观
点作为原则，直接摘抄西塞罗的《论演说》，并将其置于《意大利史》中指明是他写作的指导原则;而
在具体写作中，他采用了更接近罗马史学的编年叙述方式，从而使《意大利史》成为对李维(Titus
Livius)《建城以来罗马史》、塔西佗(Tacitus)《历史》与《编年史》的效仿与接续。
宋代史学在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向。
首先，宋儒摆脱了汉代以降的神学氛围，将决定历史兴衰的力量归纳为“道”、“天理”。董仲舒

以“天人感应”说对天人关系作神秘化的解释，西汉诸儒也用《洪范》中的“五行”观念解说自然与社
会现象，东汉更兴起谶纬神学，由此造成了以天人关系说为基础的神意史观。汉代今文经学“进一步
堕落成为僧侣主义”，古文经学虽然具有一些异端思想但也“不能从无神论观点去批判神学”。④ 因
为汉学形态中的师法、家法束缚，经学无法挣脱神学传统，致使神意史观延续了千年之久。⑤ 与欧阳
修一同编修《新唐书》的刘羲叟即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其“著书十数篇，视日月星辰以占国家休祥多
应也”。⑥ 欧阳修“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⑦成为经学天人关系论的分水岭。他通过重新阐释灾
异，使天人关系论人文化。欧阳修认定“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⑧指责“三传”以来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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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 2002 年版，第 437—452 页。
参见邓锐:《权力与心态:“元感上书”与长安三年经学派系分立考论》，《求是学刊》2019 年第 5 期。
“人文”一词在东西方的起源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贲·彖辞》
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表示与人切近者。现代汉语之“人文主义”由翻译英
文“humanism”而来。“humanism”主要是通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追溯古罗马文化而形成。古罗马人形成了一套关于人的
学问，最早由西塞罗表述为“humanitas”。人文主义者通过考证古典拉丁文文本重新建立起了这套“人性研究”的学问，即当时所
称“studia humanitatis”。19 世纪英文“humanism”一词被发明出来指代“studia humanitatis”，随后又被用来形容文艺复兴时期在人
神关系中提升了人的地位的主张。
侯外庐主编、张岂之等编著:《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2—155 页。
汉代经学神学化之后即兴起了去神秘化思潮，成为宋代经学变古的历史准备。但是，在宋代之前，这种历史观始终不能颠覆汉
学思想进而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宋代是儒学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真正实现质变的突破时代。
王称:《东都事略》卷 65《刘羲叟传》，齐鲁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9 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 2《先公事迹》，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2627 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 47《居士集·答李诩第二书》，第 6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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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灾异说是附会。① 二程也认为汉儒讲“事应”是推灾异太过，②因而把灾异纳入天理范畴，认为“天
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③

汉儒所说的“天”具有人格神的特征，二程所说的天则更接近于一种自然法则。至此，宋儒以灾异为
警戒、但追求“人事胜”而不重探求神意的历史观成形。到了理学勃兴的时代，程公说总结这一天人
观，一方面强调灾异的警戒作用，“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已”，另一方面又贯穿欧阳修、二程以下的
反神秘主义宗旨，“不指言事应，谨之至也”。④

其次，宋代的历史叙述也深具人文主义特点。一方面，经学的天人观使宋代的历史撰述同步表
现出人文转向。汉儒的神学化历史观反映在史学上，突出表现为班固作《汉书》，设《五行志》，专记
天人感应的“咎征”。历代正史基本都继承了此种做法。欧阳修既破汉儒之说，认为史书严格对应天
人是“为曲说以妄意天”，因此他自己修史“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⑤ 司马光也持类似态度，申明
《资治通鉴》删去“妖异止于怪诞”者，只收“妖异有所儆戒”者，⑥并且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取了只
书灾异不著事应的做法。朱熹基本也是如此，重视灾异的“谴告警动之意”，⑦但以立足人事的态度
加以谨慎著录。其拟定《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专立《灾祥》一项，规定叙事规则。⑧ 另一方面，宋代的
历史叙述也具有强烈的复兴先秦儒学正统时代史学的旨趣。宋代《春秋》学之盛，不仅在天人关系说
等方面重塑了《春秋》学，更影响了众多史家用比圭恰迪尼更加彻底的方式效仿《春秋》的历史叙述
方式，使得编年体振兴、“《春秋》笔法”流行。⑨ 宋代历史观的变化又引起史学方法的变化，从而使得
历史研究的面貌得以改变。

三、史学方法的近世化

中西历史观的变化带来新的历史研究探索，史学方法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第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宋代都在印刷术的促进下出现了历史考证的兴起，后者还在中

国重视史学的传统背景下出现了史学考证风气。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学(antiquarius /antiquitates)与
文献学(philology)等为近代史学提供了有别于叙事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印刷术的普及又推动了历
史考证的发展。博古学虽然与历史学存在张力，但为后者带来了考证风气，也促成史家对实物史料
的重视，瑏瑠由此文艺复兴史学开始区别于以叙述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博古研究风气使人文主义者的
兴趣从实物形态扩展到文字记述，文献学的考证发展起来，作为古史研究支撑手段的碑铭学也得到

发展，“把古物收集变成了考古学”，瑏瑡从而强化了历史考证。彼得拉克开创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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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考证传统，发展至洛伦佐·瓦拉，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和文献考证更清晰地结合在一起。① 印刷术
的普及带来手稿错误被扩大的情况，②由此校勘成为必要，这极大推动了历史考证的发展。印刷术推
动了知识社会化的进程，使得学者承担起“发现新知”的责任。③ 特别是因为印刷过程中版本的重要
性，使得文本考证的风气兴盛起来。“统一原著的不同手稿对关键词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人们不
得不发展‘校勘＇技术。”④

欧洲考证聚焦于古典文本，中国考证聚焦于经学文本。唐中期以后，刘知幾和啖赵学派的“疑古惑
经”风气开始发展，趋于形成新的历史考证体系。宋代校勘的发展与印刷繁荣密切相关。⑤ 宋代将五代
以来的“镂板之学”与经史新风相结合，在经学义理化的发展趋向中推动了考证的发展。
北宋初年，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学术现象是官方倡导的经学与相关书籍的普及与大规模印刷，“镂

板藏于太学，颁于天下”。⑥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得以普及，继而又校订各经义疏印刷，称为镂板之
学。宋代印本逐渐取代写本，突显了版本的重要性，“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误者遂不
可正”。⑦ 宋人认为“镂板已多，傥许攻乎异端，则亦误于后学”，⑧因此注意镂板的控制，尤其是应“先
为勘校”，⑨寄望“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瑏瑠 唐代颁行《五经正义》，“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
异”，瑏瑡对选定的注本即使有错也不纠正。到北宋大规模雕版印经时，这些千年流传过程中累积的经
学文本中的错误与矛盾也进一步突显出来。于是有“端拱校《五经正义》”以供雕版印刷。瑏瑢 这次大
规模的校勘并没有解决经学版本的问题，又有“咸平勘经”。勘经也带动了史籍校勘，出现“淳化校
三史”、“嘉祐校七史”等。瑏瑣 宋代学者甚至因印刷普及而忧虑作为历史考证重要内容的音韵训诂之
学，感慨:“嗟夫! 小学放绝久矣。自是(《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其复兴乎!”瑏瑤可见，以经
学定本为核心的印刷促进了历史文献考证的发展。
宋初的校勘活动，虽然运用传统校雠学和小学解决了一些经学文献的问题，但因为官方印刷，导

致整个经学体系乃至背后的治经路径都被固定化。而一般性校勘对千年积累的经学的内在矛盾无
能为力。家法、师法的门户之见与相互抵牾，还有不能适应时局的陈旧说法，都使得传统经学文献在
宋儒眼中显现出不能容忍的弊端。尤其是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兴起，使得宋儒眼中的义疏包含了大量
“怪异惑乱”之说。因此，宋初镂板之学的盛行带来了新的解经方法和考证经学文本的观念与方法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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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经学文献的历史谬误并适应时局，新的历史考证方法就成为必需。就像文艺复兴后期
的校勘技术引起了“评论时期”，①宋代的文献考证也扩大为带有评论性质的历史考证和史学考证。
宋真宗时，邢昺修《论语注疏》“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已“稍传以义理”，后世视之为汉学
向宋学的“转关”。② 因为笺注义疏之学经过千年的矛盾与谬误积累，已积重难返，无法由传统的经
学考证方法加以解决，再加上按照传统考证方法能够贯通群经以定“诸经板本”者寥寥，因此“传以
义理”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技术性校勘之外，宋儒发展起了基于疑古惑经精神的新历史
考证体系。这一工作最终由理学完成。理学重构了经学的历史考证形态:一方面改变了经学原典的
体系，使“四书”学凌驾于“五经”之上;另一方面也使经学考证时的引征范围打破了家法、师法藩篱，
解经可任意出入各家。唐代“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③的“迁经就传”倾向被彻底改变。
宋代的历史考证风气也催生了有意识的史学考证。宋代历史文献学有多方面的成就，④其中不

乏史学考证。首先，宋代出现配合修史的史学考证作品。典型者如吕夏卿著《唐书直笔》，“于《新唐
书》最有功”。⑤ 他考证“《春秋》义例”，以之为《新唐书》的编纂规则，又考证《旧唐书》与《新唐书》
记述方式，对它们提出批评。其次，宋代出现了一批对史学作品进行“纠谬”与“刊误”的作品，也包
含大量史学考证。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考证《新唐书》，“不可谓无裨史学也”。⑥ 吴仁杰的《两汉刊
误补遗》在张泌《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为印刷而作⑦)、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
等《汉书》刊误名著辈出的情况下推陈出新，不但考证《汉书》，也考证之前考证《汉书》之作。再者，
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史学汇考作品。高似孙著《史略》，接续《史通》专门考评史著，汇评各类体裁的
史书。值得注意的是，《史略》在同一卷中将“史评”与“史赞”分列为两个条目，⑧表明作者已有区别
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的意识，反映出宋代的史学考证风气。
另外，宋代产生的金石学也具有一定的重视实物材料考证的倾向，与欧洲的碑铭学类似。宋代

金石学既重视文献内容的研究，也有重视形态的研究，⑨并且研究范围不局限于金石，还包括古钱、古
印等较大范围。瑏瑠 金石学从开创时起便自觉以历史研究为旨归，重视考史，形成了文物与文献的双重
价值论。瑏瑡 欧阳修著《集古录》，“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瑏瑢将金石材料引入历史研究;吕大临著
《考古图》等，明确实物材料对于文献和历史研究的价值，云:“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
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瑏瑣赵明诚进一步指出金石材料相对于历史文献的优越性，“史牒出于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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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①此外，宋代对金石材料的兴趣与欧洲“博学时代”的博
古学家类似，也显示出宋人超越了历史循环论的倾向，而走向对“(历史)变化”的关注。②

第二，文艺复兴史学和宋代史学都出现政治功利转向。在欧洲，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等人掀
起了人文主义政治史学的浪潮。他们均具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身份，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活动;他们
的史著都注重政治功利;都向往古代政治而希望能恢复之。这些特点与中国主张政治功利的史家
相似。
从身份角度来说，宋代的“文治”与科举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像司马光、欧阳修、李焘及李心传等身

在行政系统而重视史学政治功用的史学家。这是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传统发展出的一种现象。
唐代杜佑著《通典》，标示了身居庙堂的士大夫开始更加自觉地以史学实现政治功利的倾向。宋代则
将这一风气推向空前的高潮，实现了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转向，具有质变意义。
从史学的政治功利取向来说，事功学派是典型，但义理化学术甚至理学内部也不乏政治功利主

张。事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服务现实政治。像吕祖谦“愿将实学酬天造”③而主张功利，开浙东事
功学派风气。他把掌握历史知识、熟悉文献掌故和讲天理纲常、提倡修身养性统一起来，④从而使义
理与事功成为统一体。他撰《大事记》深究历史，又撰《大事记通释》与《大事记解题》与之相辅，以
“畜德致用”。⑤ 稍后，陈亮欲“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
由”，⑥因而多发史论。永嘉学派更是注重经史，史著颇丰。⑦

即使是义理化之学甚至理学一系，在民族政权对峙的竞争中也注意政治功利，突出表现为正统

论。欧阳修开宋代正统论重视大一统功业之风，提出“王者大一统”和“君子大居正”两个正统标
准，⑧并把大一统的功业标准置于居正的道德标准之上。《资治通鉴》把“九州合为一统”作为评判正
统的唯一标准，认为不如此则皆与“古之列国无异”。⑨ 朱熹的正统论也主张“只天下为一”的政治功
利标准。瑏瑠

从史学的政治目标而言，宋代史学主流希望恢复“三代”之治，与马基雅维利等人复兴古罗马政
治的希望相似。就实现路径而言，事功学派主要希望通过“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瑏瑡的历史
考察来实现，而理学派则主要希望通过“心传”来完成。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和宋代的史学在观念与方法方面具有相类的近代化要素，表现出一种东西

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致性。中西史学经由对古代传统的“复兴”，在延续传统史学的同时，开
始向着 19、20 世纪近代化史学形态转向，从而开启了一个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态的辩证发展的新
历程。19 世纪兰克在建立近代史学的过程中，着眼于对马基雅维利等文艺复兴史家及其史著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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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进而产生了其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存在一个由经而史的对传
统进行转换的过程。① 廖平发挥经学宋学形态的义理与思辨特征，而以今古文融合路径奠定了统一
中西的历史哲学，其历史阶段论形态源于宋儒;理学传家的康有为也在反思、改造甚至否定理学的过
程中以今文经学路径引入西方观念，表现出宋学变古式的怀疑与否定精神;章太炎以古文经学路径

由朴学转入“信史”之学，从清代到近代经学的“信史”观念的一个重要源流即宋儒重视考证而提出
的“《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②等观念。一方面，宋代史学的近代化要素经过清代考据学形态的扬
弃，在由经而史的接引西学过程中从思维、精神、观念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③ 另一方面，宋儒
所奠定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怀疑精神与考证风气，是近代经史之学能够快速接受西方近代史学形
态的重要文化原因。如果没有原生性的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土壤，中国近代史学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
会非常曲折。
中西史学的近代化并不是在 19、20 世纪一蹴而就的，其中若干重要近代化要素的历史起源表现

出一定的一致性，可以经由中西比较发现宋代史学的近世化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后现代主义
兴起，历史的一致性理念陷于崩塌，连续性理念也备受冲击。经过 19 世纪的历史哲学与 20 世纪的
“小叙事”、“间断性研究”的洗礼，当代史学理应在多元化发展中生发出新的一致性思路。区域化比
较研究中所揭示的中西一致性与史学的连续性或可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可以加深对中
国史学的认识。“后殖民主义”揭示出很长时间内非西方世界的“去殖民化”，是以殖民者的心态和
模式来反殖民化的。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倾向于把包括中国在内
的非西方地区的近代文化看成西方霸权影响的结果，非西方区域也往往认可此类观点。学术文化史
内在一致性理路的研究发现，可以跳出以西方视域探索中国文明的中心化研究方式。经由比较可以
看到，在与西方史学发生接触之前，宋代史学产生了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相似的史学近世化特征，且

时间上要早于欧洲，实为中国史学原生性的近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因此，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在一
定程度上是出于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而非西方霸权的影响。应当考虑跳出西方视域以反对“西方中
心论”，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看成一个史学在近代化发展中受到西方冲击而加速并改变了外部形态
的过程，而非全盘西化的结果。基于此，或可在中西史学一致性的基础上探讨建立起一种兼具中国
特殊性与原生普遍性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 作者邓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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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ansheng and Ｒ. H. Tawney on Ｒural Economy in China / / He Wanyu

As pioneers of studying rural economy in China，both Chen Hansheng ( aka. Chen Han-seng) and
Ｒichard Henry“Harry”Tawney examined the issue through analyz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ir works，
they share the view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low wages con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poverty and self-exploit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Tawney，on the one hand，recognize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Society，admitting that to solve rural problems one nee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arry out gradual impr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he proposed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s based on Europea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hen Hansheng emphasize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on the deprivation of peasants and analyzed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Marxist methods. Through doing so，
he advocated a revolution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both of them examin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answer practical questions with
academic research. They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scholarly research thanks to their shared concerns，which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realit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hip: Based on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 / Ning Tengfei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holarly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a，Zi refers to works by pre-Qin
philosophers，and Shi works by historians. Zhu Zi Yi Shi is an important theor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hich means，“all works by philosophers are also history. ”This
theory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in modern times. It
was，on the one hand，rooted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among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Zhang Xuecheng and Gong Zizhen. On the other hand，it grew out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Jinwen and Guwen Schools of Classics，as reflection upon Kang Youwei's attempt to reframe
Confucius and other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Zhang Taiyan，Deng Shi，
Liu Shipei had different ways to justify the theory，but they all agreed on Zhu Zi Yi Shi. In terms of the
content，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is a radicalized version of Liu Jing Jie Shi，which means，“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The latter came from the hypothesis that all ancient philosophers ( Zhuzi)
originated as scribes in the royal office，and it was a revisionist view on Zhuzi thanks to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time. Scholars after that，such as Zhang Ertian，Sun Deqian，Jiang Quan，
shared this view，which formed an academic consens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Zhuz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Ｒ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not on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toriography and elevated the status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role of the studies on Zhuzi. It furthermore prompted the revival of this
traditional discipline and provided an internal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s a historical turn in scholarly research.

Ｒethink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 Study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 / Deng Ｒui

A result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was that historians began to study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y comparing China to the West. They restructur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s such，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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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 is comparable to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for historians during both periods shared similar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As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is the origi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its counterpart Song historiography pioneer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Song China predates Ｒenaissance Europe，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ng is
the pre-modern stage when many modern tendencies had already unfolded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ior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West.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Kinsei i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 / Yu Le

As a historical term，kinsei appeared in the Edo period in Japan，which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recent
era by people of the time. After the Meiji Ｒestoration，kinsei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Edo period，while its
connotation was classified as a stage of the medieval era opposite to the“modernized”Meiji period. After
World War Two，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kinsei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period
apart from the medieval era. Later with the rise of area studies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sei and the modern era was emphasized，and kinsei was again accepted as a recent era. The
conception of Kinsei has changed，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its origin.

New Materials，New Methods，and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Harry J. Benda Book Prize / / Shi Xueqin，Wang Han

The Harry J. Benda Prize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ize gran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works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including book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e Benda Book Prize covers works in the fields such as the colonialist history，social
history，cultur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and it continues to expand to religious history，women's history，
and other specific historical genres.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important shifts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Ⅱ，and they also stress the indigenous and autonomous nature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methods，and perspectives. In short，Benda Prize work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and scholars
in China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cholarly value.

“The Black Atlantic”: A Survey of Ｒecent Studies on the Ｒole of Africa in Atlantic History / /
Li Pengtao

Atlantic historical studie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merica，and Afric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1990s，African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have criticized the Eurocentric tendency in Atlantic studies，and they
have promoted the notion of“the Black Atlantic”. While stressing the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that
African society had experienced，these historian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frican socie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world. These researche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Connections on African society，the origin of African diaspora
culture，and African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y stress trans-colonial or transnational
dynamics. This research trend has not only corrected the weakness in research methods of Atlantic studies，
but also widened research scop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facili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frica's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s contribution to world histor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
Qiao Zhizhong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elong to the same secondary subcategory
i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This categorization indicates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first overcome a theoretical challenge， which is how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theor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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